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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之

结构性质及其与形上学之关系①

戴景贤

［提要］美学思惟于中国学术之初起阶段，虽曾以特殊观念中所蕴

含之“结构性成分”，融入于其宇宙观中，却未曾以美学议题之论议方

式，发展成为建构系统哲学中所不可或缺之一部。具有独立性美学意

义之议题讨论，事实上须迟至三国两晋时期始正式出现。自唐以后，

由于禅学思想作为一种“新形式之哲学方法”之效应，逐渐扩散，美学、

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对话，始逐渐浮现。唯就唐、宋思想之发展而言，

此种美学、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结，对于前沿之艺术创作者或批评

家而言，由于有“境界追求”或“境界认知”之驱迫，自觉意识较为强烈；

对于以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为核心议题之一般思想家而言，则并未有

同等之感受。故直至宋代兴起所谓“理学运动”，在其思想之建构中，

其所存在之美学成分，仍是以较为“古典”之方式，融入其系统中。美

学、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结，成为一般哲学中“可能”之重要组成部

分，甚至结合其他哲学思惟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“形上学方法”意义之

整体，则事起于明代。本文对于此一发展之脉络依以下六项，为注意

① 本文曾受邀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、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、上海复旦
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之“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（上海：２００９年１月

７－８日）中宣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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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焦点：一为有关明代智识阶层之组织形态及其社会构成。二为明代

文论与画论中议题之聚焦，及其所带动之延伸性思惟。三为明代市镇

文化形态与生活所展现之若干属于“早期近代”之社会特质，及其所产

生之一种新形态之人生态度与社会思想。四为明代部分文人对于良

知学之热切反应与期待。五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潮中，与美学相关之

思考点，与若干美学因素“如何融入形上学，使形上学之发展，带有美

学性质”之过程。六为明末美学因素融入形上学时所曾发展、建构之

多样形态。尤其关于二、五、六三项，本文之分析，于论中有延伸性之

发展。

［关键词］中国美学　中国哲学　中国思想史　中国文学批评史

　诗论　画论　明代研究

一、明代思想发展中之“近代性”及其主轴

明代学术思想之为现代学者所重视，约可区分为三项最要之面

向：一于儒学史，一于美学史，另一则于社会思想史；而三者皆可能牵

涉一种“断代”性质之讨论。此种断代性质之分析，既与一般史之断代

相关，亦与之不同［１］。盖就前二者而言，儒学与美学之发展，皆须有

“议题”与“思惟方向”之哲学导引，有其属于自身之脉络，故与整体社

会之演化，虽有关，却不必然平行，亦不必然同步。而就第三者论，由

于多来自学者对于时代现象之反思，因而与其当时之社会发展，较具

有“相应”之关系，故即于若干涉及推论之“预见性”之事例中，仍可观

察出其所以能为此判断之社会文化条件。

具体而言，明代学术思想，无论就儒学史、美学史，或社会思想史，

三者之内里，似皆可辨识出一种“近代性”，且彼此间具有发展上之关

连。此种“近代性”之辨识，既有助于解决一般史之断代问题，亦于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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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其自身之时代意义，具有重要性［２］。

所谓“近代性”，就儒学之发展而言，在于其价值论述背后哲学系

统之建构。就明代而言，自是以陈（献章，１４２８－１５００）、王（守仁，字伯

安，１４７２－１５２８）“心学”与程（颢，字伯淳，１０３２－１０８５；颐，字正叔，

１０３３－１１０７）、朱（熹，字元晦，１１３０－１２００）“理学”之对比，为展现其思

惟特征之框架。唯专以此点而言，伊川、朱子一脉之以朱子理气论作

为其最终完成之体系，若以其思想之形态性质而言，亦有部分具有可

延伸于明清之扩张性，因而无论阳明学之内涵如何表现为以下所将描

绘之“近代思惟”之显现，阳明与朱子思想之“结构对比”，仍属必须。

依本文之意见所主张，朱子理气论之思想内涵，部分可归属“近

代”，部分则不宜。此一画分，主要之着眼，在于辨识朱子之思想中，仍

旧具有强烈之“规范性”思惟。此种理论结构之性质，具有明显之“中

古思想”特征。朱子之“理先气后”论，正是于此意义确立。然就朱子

而言，其不主张“理在气之外”，不主张有“理”外之“天”，而必以能动之

“性”［３］，作为建构“价值”之主体，由此将“永恒”、“世间”与“精神”三种

界域贯穿，而不分以三种态度面对，仍是富有一项可于近代思惟中延

续其影响之特质［４］。

相对于朱子，阳明所完成以“良知之体”为造化之本之说，在其确

认“主体”之意义上，则与朱子不同。盖就阳明而言，人之精神主体之

独立性，在于其存在，不仅展现为气化中之一种灵明，且此灵明之体，

于其说法中，即是造化“无限之体”之功能。故相对而言，朱子之主张，

近于以“意志主体”为“价值主体”，而阳明则是进一步，将意志之根源，

说解为一具“自立性”之存有主体。后一种论法，于宋已有慈湖（杨简，

字敬仲，１１４１－１２２６）、象山（陆九渊，字子静，１１３９－１１９３）开其先，而

至阳明始正式确立［５］。

阳明之将意志主体说解为一具“自立性”之存有主体，此一说法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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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表现为具有“近代特质”之原因，并非在于其建构中所展现之唯心论

倾向［６］，而是阳明之此种论述，乃将人之“主体性”放置于其“社会性”

之前，赋予人以特殊的“个体独立”之地位，从而将人之“存有意义”与

其“社会使命”，区分为不同层次之议题。阳明学内部之所以寓含将

“心体”说解为“无善无恶”之论［７］，正是其哲学性质之一种展现［８］。

其次就美学之发展而言，明代思想之近代性发展，在于讨论艺术

审美时，论者将文学家、艺术家之个人，及其创作历程，皆放置于一“被

审视之位置”，从而对于自身之存在变化与样态，亦作出哲学性之反

思。即在此点，美学之思惟，与形上学之思惟，产生具有意义之交会。

明中晚期公安三袁之受阳明学流衍影响［９］，即是此种思想发展趋势中

之一例。

而就第三项所谓“社会思想”方面观察，明代思想之发展，则较为

多元；有时亦呈显激烈之对立。盖就居上位者而言，其表现近代思惟

之特质，在于较前更加认知伦理观念之“工具性”，及其“可操纵性”；亦

对社会控制之困难，展现忧虑。此种思惟之落实，表现于制度设计之

细致化，与实质控制力之增长。至于非居上位，且已逐渐构筑“社会视

野”之学者而言，其思惟之推进点，则有三项：一在强调个人之“自主

性”，甚至“私人性”；一在注意社会之“阶级性”与“多元性”；而另一项，

则是关心社会之稳定性、文化积蕴，及其开创力。其思惟则表现为：学

者于伦理论述时，其社会视野与文化视野之开拓。此种视野之开拓，

虽未改变儒学之整体样貌，亦未引发一种“学术改革”之思惟，如清

代［１０］，然亦多少推动儒学内部史学思惟与艺术思惟之进展，且同时影

响其他宗教思想家对于“社会结构”及其变迁之重视；尤以关心佛教者

为然［１１］。

以上就儒学史、美学史，为一种概略之讨论，主要之用意，非在说

明明代思想之各式面相，或其全体内容，而是旨在说明明代思想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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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之结构性质及其与形上学之关系 ５　　　　

中，所具有之若干成分，及其发展之主轴，以之作为以下论述明代美学

思惟与形上思想间关系之框架。

二、美学性思惟因素如何介入明代形上思想之发展

美学思惟之于中国，有一不同于西方之处境，即是具有美学意义

之思惟，于中国学术之初起阶段，虽曾以特殊观念中所蕴含之“结构性

成分”，融入于其宇宙观中［１２］，却未曾以“美学议题”之论议方式，发展

成为建构系统哲学中所不可或缺之一部［１３］。具有独立性美学意义之

议题讨论，事实上须迟至三国两晋时期始正式出现。建安时期之文

论，乃至其后如阮嗣宗（籍，２１０－２６３）之《礼论》、嵇叔夜（康，２２３－

２６３）之《声无哀乐论》，皆是其中标志性之代表［１４］。亦因此，美学性之

思惟，是否能明确加入哲学系统之思惟中，或理应加入哲学系统之思

惟中？皆属思想家个别之选择，并未产生“理论建构”上之驱迫力［１５］。

亦因此，中国哲学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代，美学与艺术论，虽有重

要之发展，如何说明此种理论建构之形上学意义，始终未成为自觉性

之议题。自唐以后，由于禅学思想作为一种“新形式之哲学方法”之效

应，逐渐扩散，美学、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对话，始逐渐浮现。此种“连

结”，最重要之展现场域，一在于文学批评，一在于画论。就文学批评

而言，其核心问题在于：“经验性精神活动”与“超验性精神活动”何以

属于一体？如何表现为一体？就画论而言，其核心问题在于：“形式之

美”所据以构筑之原则，究竟属于创作主体之创意选择，抑或存在一种

“符合自然之表现”？凡此种种，论者皆期待透过一种切实深入之讨

论，加以辨析［１６］。诗、画，乃至其他艺术所谓“境界”说之日趋重要，且

成为“批评论”之依据，必要以此一问题之探索为其发展基础。王维

（字摩诘，７０１－７６１）之由艺术深入宗教，由作诗而深入于作画，即属当



６　　　　

时一重要可观察之事例。

唯就唐、宋思想之发展而言，此种美学、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

结，对于前沿之艺术创作者或批评家而言，由于有“境界追求”或“境界

认知”之驱迫，自觉意识较为强烈；对于以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为核心

议题之一般思想家而言，则并未有同等之感受。故直至宋代兴起所谓

“理学运动”，在其思想之建构中，其所存在之美学成分，仍是以较为

“古典”之方式，融入其系统中。美学、艺术论与一般哲学之连结，成为

一般哲学中“可能”之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结合其他哲学思惟，发展成

为一种具有“形上学方法”意义之整体，则事起于明代。以余之所见，

考论其思想发展所应注意之脉络，与相关之文化环境因素，可分说为

以下数项：

其第一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有关明代智识阶层之组织形态及其社

会构成。此项线索，提供观察明代思想发展较为宽广之视野，从而有

助于理解其思想多元性之来历。第二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明代文论与

画论中议题之聚焦，及其所带动之延伸性思惟。此项线索，提供观察

明代美学思想自身“哲学化”历程之脉络，从而有助于理解其与“一般

哲学”产生对话之契机。第三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明代市镇文化形态

与生活所展现之若干属于“早期近代”之社会特质［１７］，及其所产生之一

种新形态之人生态度与社会思想。此点有助于理解哲学议题背后，所

可能牵涉之社会发展问题。第四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明代部分文人对

于良知学之热切反应与期待。此点一方面展现明代良知学内部，所具

有之一种“伸展性”，另方面，亦展现明代美学思想之发展动力，与其哲

学化所面临之哲学需求。第五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

潮中，与美学相关之思考点，与若干美学因素“如何融入形上学，使形

上学之发展，带有美学性质”之过程。第六项可注意之脉络，为明末美

学因素融入形上学时所曾发展、建构之多样形态。此点有助于理解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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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之结构性质及其与形上学之关系 ７　　　　

代哲学发展中，关键议题之哲学层次，与其隐藏未决之难题。

关于第一项有关明代智识阶层之组织形态，及其社会构成。此点

可分两方面叙述：一为南、北，一为上、下。所谓“南、北”，系以宋为居

南，北则有辽、金、西夏，而辗转皆归于蒙古。北地风习、学术，本不与

南方同，而宋之南迁，精粹复集于数地。故相沿而下，文化之积蕴，南、

北本有差异。此所以历元而明，人才之出，必析产地。顾亭林（炎武，

字宁人，１６１３－１６８２）云：

夫北人，自宋时即云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五路举人，拙于

文辞声律。况又更金元之乱，文学一事，不及南人久矣。今南人

教小学，先令属对，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。北人全不为此，故求

其习比偶、调平仄者，千室之邑，几无一二人。而八股之外，一无

所通者，比比也。愚幼时，《四书》本经俱读全注，后见庸师窳生，

欲速其成，多为删抹，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。欲令如前代之人，参

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，固数百年不得一人，且不知《十三经注

疏》为何物也。间有一二《五经》刻本，亦多脱文误字，而人亦不能

辨。此古书善本，绝不至于北方，而蔡虚斋（清，字介夫，１４５３－

１５０８）、林次崖（希元，字茂贞，１４８１－１５６５）诸经学训诂之儒，皆出

于南方也。故今日北方有二患：一曰地荒，二曰人荒。非大有为

之君作而新之，不免于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之叹也［１８］

亭林此说，由于具有一种“社会结构”之观点，故为一具有意义之

重要观察。

至于所谓“上、下”，一指朝、野，一则以指士、庶。而于士、庶之间，

又颇有“品流”之殊别可辨。黄梨洲（宗羲，字太冲，１６１０－１６９５）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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尝谓有明文章事功，皆不及前代，独于理学，前代之所不及

也。牛毛茧丝，无不辨晰，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。程、朱之辟释

氏，其说虽繁，总是只在迹上；其弥近理而乱真者，终是指他不

出。［１９］

凡此所云，虽确有其精到之处，然亦是就明代理学之开辟与传承，

而言之如此。若以明代智识阶层之整体结构论，则其发展之形态颇为

复杂，非专就此端可知。亭林所言明自洪武以降廪生之数，踵而渐多，

卒至浮滥，即是其中影响颇大之一项［２０］。此一现象，虽就治道之角度

视之，乃系济救一时之秕政。然士途之趋于躁竞，尚于浮侈，以明代而

言，实有社会商业经济快速发展之支撑与鼓煽。因而其间亦发生论政

者难于臆想，或辨识其功能之结果。明代智识阶层递衍而有“结构”意

义之转变，并于其间产生“士人意识”之多元化，与此种取士术异所造

成之扩散效应，可谓关系匪浅［２１］。

关于第二项所谓“明代文论、诗论与画论中议题之聚焦，及其所带

动之延伸议题”，大体而言，可探论之要点有五：第一点在于，艺术之技

术表现，是否存在“先验性”之法则？其所以存在之哲学性依据为何？

第二点在于，艺术家艺术创造力之根源与动力为何？审美认知与创造

力之迸发，其间之关连为何？第三点在于，所谓“意境”之构成，其哲学

之意涵为何？其所牵涉于创作者与审美者之条件又为何？第四点在

于，创作者之人格基础，与精神准备为何？凡此是否真实影响艺术之

表现？其与作品之关系为何？第五点则在于质问：所谓“审美”，其对

于精神之导引为何？审美经验是否具有提升人“精神层次”之意义？

以上五点，若就其中单项议题之提出而言，则自南北朝、隋唐以来

论文者、论诗者、论乐者、论画者，或多或少，皆已有所识别，且亦有重

要理论之建构；因而形成“中国美学史”之发展。唯就明代而言，此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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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学议题之提出，有一特殊之点，即是对相关议题彼此间“相关性”之

逐步发抉与认知。此种“系统化”之思惟发展，一方面来自“批评意识”

与“批评作为”之成熟；另方面则是出于当时整体学术观念之带动。此

一带动美学思想发展之学术因素，溯其原始，非来自艺术论本身之扩

张，而是出自明初儒学之一种多元性组合。

此处所言明初儒学之一种“多元性组合”，意指除众所关注之来自

宋、元之理学外，明初儒学之构成，尚有其它不同之脉络。其中之一，

即是“文章之学”。此一特指之“文章之学”，可以“金华”一地之文人，

为其代表。而其特点，则是在其“文章”与“儒学”之主张中，所展示之

一种欲将文章中“政治性意涵”与“文学性表现”相结合之企图，以及此

种企图所期待于儒学之支撑。兹举其中极具代表性之宋景濂（濂，

１３１０－１３８１）之说，以为分析之依据：

景濂云：

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，莫非文，而三纲九法，尤为文

之著者。［２２］

又云：

六经皆心学也，心中之理无不具，故六经之言无不该，六经所

以笔吾心之理者也。……人无二心，六经无二理，因心有是理，故

经有是言。［２３］

此二段之前一说，于万物条理之中，指出凡其“弗紊”者，皆属一种

“文”之彰显，而人道中之“纲”、“法”，则更为“文”之尤著者。就哲学之

义涵言，即是于生化中，指出“条理”之成为条理，不仅完成可见之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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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且此“秩序”于其动态之生成中，具有“和谐之势能”，此势能内含价

值。人之于其社会建构中，创造具有经久性存在价值之文明礼俗，亦

是基于同一种和谐势能，藉人心之创造力而有之展现。此一说法，将

“文”之为文，推溯于物化中“条理之弗紊”，由于关连造化由“微”而

“著”所须依赖之“动力”问题，因此于“天论”之观念层次上，不仅涉及

于“道”，亦涉及于“德”。

盖就道化中见有“条理”之意义层次言，“条理”本即具有“秩序”

义，因而说明“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，莫非文”，分析其义，实即于“秩

序”之静态义有所增添。故本文此以“秩序之动态生成中，具有和谐之

势能”说之。而“势能”一义，即是儒、道二家宇宙论中所以于“道”之外

论“德”之核心观点；无论以“道生之，德畜之”为言，或以“元”、“亨”、

“利”、“贞”为天之四德为论，皆是［２４］。

以此而言，“道”之为体，虽变化无方，其流行，则须依“德”之畜积

而显用，因而于物化之品汇中，展现整体之和谐；人道”与“物化”之可

合说于一理者，其原盖出于此。此一于“天”之运化中，特为标出“文”

之根源与本质，加以讨论，其前唯刘彦和（勰）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以

“文”为“德”之说，尝有见于是。景濂盖亦有所承而云然。特在彦和书

中，其所以“德”字与“道”关连言之，为“文”之所原出设说，主要乃是为

补足同时代玄学议论之欠缺而为论［２５］，未进一步将“文”之为文，与“条

理”之为条理，绾合言之。而景濂则明显已是将之置于“理学”之架构

中说之，故后文有“六经皆心学也”之论。

景濂后段所云“六经皆心学也，心中之理无不具，故六经之言无不

该，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”，依脉络言，即是宋儒象山“心同理同”之

说。此点反映景濂于其学术之传承中所取择之路径。唯对于象山而

言，虽一则曰“宇宙之间，典常之昭然，伦类之灿然，果何适而无其理

也”［２６］，再则曰“吾一性之外无余理”［２７］，然并未于“德”之所以成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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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论述，因而亦未讨论及于制作之原，与所谓“文”之本质。景濂之另

承彦和而及此，代表元末儒学中之“文章之学”与宋以来之理学，具有

一种思想之交会，而其议题则由究心艺文之学者所引发。

景濂本乎其所见，而畅论于文事，则曰：

古之为文者未尝相师，郁积于中，摅之于外，而自然成文，其

道明也，其事核也，引而伸之，浩然而有余，岂必窃取辞语以为工

哉！自秦以下，文莫盛于宋，宋之文莫盛于苏氏。若文公之变化

傀伟，文忠公之雄迈奔放，文定公之汪洋秀杰，载籍以来，不可多

遇，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绘以为言乎？卒至于斯极而不可掩者，其

所养可知也。近世道漓气弱，文之不振已甚，乐恣肆者失之驳而

不醇，好摹拟者拘于局而不畅，合啄比声，不得稍自凌厉以震荡人

之耳目，譬犹敝帚漏巵，虽家畜而人有之，其视鲁弓郜鼎亦已远

矣。每读三公之文未尝不太息也。［２８］

又云：

为文必在养气。气与天地同，苟能充之，则可配序三灵，管摄

万汇。不然，则一介之小夫尔。……气得其养，无所不周，无所不

极也。揽而为文，无所不参，无所不包也。……呜呼，斯文也，圣

人得之则传之万世为经；贤者得之则放诸四海而准。辅相天地而

不过，昭明日月而不忒，调燮四时而无愆，此岂非文之至者乎！［２９］

景濂此论，专于“作文”，而其论于所谓“自然成文”之前，先标出一

“郁积于中”之德；谓出于气之充养。并谓此气之苟得其养，乃无所不

周，无所不极；至于揽而为文，则无所不参，无所不包。凡圣人之传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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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世，贤者之放准四海，皆因得文之至而有。

景濂此论之与理学家“心与理一”之说别异，在于：如象山者，其辨

义止说心之不磨，心之即理，于此表述中，并未涉言及“气”。至于景

濂，则指言此气乃“无所不周，无所不极”。在其诠解中，所谓“气”，实

已非偏指“形下”，而系具有完整之“实体”义。且就其所谓“气得其养

则若何若何”之言观之，“心”实是“气”之一种作用形态；此义盖近于道

家之“精”、“神”义［３０］。景濂盖欲以儒、道相合之方式，贯串于“心”、

“理”与“气”三者；其说在程、朱与象山之外。此种因论“文”而开启之

思惟路径，由于援入理学家所较少关注之美学议题，且透过哲学系统

思惟之关连，将美学观点之立论层次提升，故极值得后世论者注意。

本文所以重视于景濂因论文而开启之思惟路径，除留心其藉美学

议题所牵动之有关本体学与认识论之发展外，另一重要之观察点，则

在于辨识此种思惟路径，与创作者关切自身“创作根源”一事之相关。

盖对于景濂而言，刘勰于《宗经》、《征圣》中所标识之“文”、“道”合一之

论，实必于艺术创作力与政治创作力之根源处，见其莫不同出于一，然

后可以赋予后世杰出之作者以等同于“作圣”之地位［３１］。景濂此种以

“作者”之概念，看待经学、儒学、文学、性理之学，甚至可以兼包史学之

学术态度，溯其原始，不唯表现“金华”一地之学自有积蕴［３２］，亦显示宋

以来所谓“文章之士”，其融会百家、会通三教，而归于一己，亦往往有

其独造。

唯就学术发展之机制言，此种美学需求因哲学性议题之导引而有

之发展，如未能将己所独造之思想特质充分化，产生一种可针对主流

思想形式为对话，或与之对抗之体系，从而展现自身，则易于湮没不

彰。此但观黄梨洲、全谢山（祖望，字绍衣，１７０５－１７５５）对于彼等所指

为“无本之学”之轻忽而可知［３３］。明初学者如景濂之自出手眼而卒未

能真正影响儒学，明代儒学之自成格局，仍不得不以吴康斋（与弼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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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傅，１３９１－１４６９）、胡敬斋（居仁，字叔心，１４３４－１４８４）之兴为肇始，

其因在此。

虽则如此，于景濂之论中，实已透露出明代美学思想开创之一新

方向。此新方向即是：美学议题不唯可与形上学之议题相关，且此种

关连，如由诗、画，跨及于兼具伦理性、政治性与艺术性，甚至哲学性之

所谓“文章之学”，则其相关性，必超越于前此美学思想中类如神理说、

风骨论［３４］等所涉及之议题。前文所指明代艺论议题之聚焦，其思想之

带动，乃出自儒学之一种多元组合，即是于此着眼。

至于前论所言明代美学发展可注意之第三项脉络，即：明代城市

生活所展现之若干“早期近代特质”，及其所产生之一种新形态之人生

态度与社会思想，此点可注意之关键在于：明代社会之发展，就其产业

之状态，及市镇文化之建构而言，皆已具备较前为大之社会动能；此种

动能反映于社会生活，最明显之特征，即在于人际关系网络之改变，及

一种城市生活趣味之丰富。文学与艺术形式之流行，乃至文字作品、

艺术品之发展为一种商品，皆是于此条件下成为可能。对于审美者而

言，成为“社会生活”组成成分后之文学与艺术之欣赏，不唯大幅度扩

展个人之视野，亦大幅度深化个人人生之感受。文学家与艺术家，于

此状况下，由于艺术作品所创造之“生活展示性”之趣味，使“私人生

活”之确保，成为艺术工作者确立其自身“主体”所不可少之前提。而

此种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之“观看文学与艺术之态度”之转变，亦促使

美学之传统性议题，逐渐汇集成为对“规范性形上思想”之挑战。今人

所指明自万历以降，所兴起之一种“理”、“欲”观之对峙，其中所涉及

“非儒学性”成分之加入，即由此引生。

唯就思想之组织言，由于此种基于社会发展形态变异所牵动之美

学性思惟，多来自前沿创作者之一种新的创作需求，而非自传统之儒

学出发，故就其所期待深化之哲学目标而言，缺乏足以支撑其观点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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